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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鸣

［摘 要］ 西方教学领导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后因理论研究与领导实践的

脱节而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后，受政策驱动、实践需求以及研究突破三个因素合力影

响，教学领导研究在西方国家再度兴盛。而教学领导的研究逻辑，也在再兴盛中逐渐转

向，即先有真实而清晰的问题，再有问题解决为指向的研究；先有研究者站到实践者的立

场、角度，理解对象的任务和情景，尔后才有解决实践问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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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教学领导研究的兴起与沉寂

教学领导研究最初兴起于美国。在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埃德蒙兹等有效学校研究成果的

发表，人们发现校长对教学工作的强力介入是成

就有效学校的一个重要因素，随之引发了教育管

理研究界对教学领导研究的浓厚兴趣。［1］此后大

量的教学领导研究，从不同角度逐渐勾画出了一

幅理想教学领导者的角色肖像：教学领导者是一

个目标导向者，他能够为学校界定一个直指学生

学业成绩改进的清晰方向，能激励他人致力于目

标达成的活动；教学领导者是一个深谙教学之道

的专家，不惧怕就教学改进问题直接与教师对话

及共同工作；教学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的教学管理

者，擅长对教学活动加以协调、控制与督导；教学

领导者还是一个教学环境的造就者，他能以强有

力的个人影响力建立一种培育高标准和高期待的

教学环境。总之，教学领导者是集专业知识和个

人魅力于一身，能令学校咸鱼翻身的强力而直接

的领导者。［2］

如此美好的画面，诱导美国朝野对校长形成

了极高的角色期待，美国政府和一些专业协会便

因此热衷于为校长编制教学领导的标准，各州都

建起校长培训机构，期望通过标准和培训来造就

大批“英雄领导者”。遗憾的是，人们对校长的这

种高期望并不现实。有效教学领导的要害，并非

在于笼统地提出学校改进的愿景或对师生提出高

期望，而在于领导者深入到课程与教学的技术层

面去解决问题。当初埃德蒙兹等人的有效学校研

究，基本是在都市贫民区的小学中开展的。学校

规模小、师生学养起点低、课程内容浅且各科边界

模糊。在此类学校中，少数素质优秀的校长的确

能在其中扮演强力教学领导者［3］；然而若将埃德

蒙兹等人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多的学校，特别是

推广到规模大、课程边界清晰、学科知识专门的中

学，难度就非常大。因为美国传统上并不强调校

长须有成功的教学经历，校长职前培养中也不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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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课程与教学知识的学习，因此在职校长普遍缺

乏课程与教学的专门知识，而这一知识缺陷又不

是短期的校长培训所能弥补的。［4］加之在规模稍

大的学校，校长都有一堆繁重而琐碎的行政事务，

“能够克服重重压力而专注于课程、教学及课堂的

教学领导者，显然是校长中的少数。”［5］于是，校

长的知识缺陷和时间缺口便成为教学领导研究与

学校领导实践连接上的致命障碍，并因此而将当

年的教学领导研究拖入困境，最终使得教学领导

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沉寂了下来。

二、教学领导研究再度兴盛的主因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一时沉寂的教学领导研究再

度活跃，并且超越美国国界，在西方主要国家①开

始兴盛。推动教学领导研究再度兴盛的因素种

种，其中主因有三：一是以转化式领导研究为代表

的二阶变革研究成果难以付诸实践，二是学校办

学绩效问责制在西方国家的愈益强化，三是分布

式领导研究对教学领导研究做出了补救性贡献。

（一）转化式领导研究的书斋式缺陷

早期的教学领导研究，大多关注校长如何直

接干预课程教学活动并如何获得教学的直接成效

问题，也被称作指向一阶变革的研究。在教学领

导研究相对沉寂的20世纪90年代，很多教育领导

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提升员工的态度、信仰、

能力来间接影响办学绩效，也就是指向二阶变革

的研究。当时有关道德领导、学习型组织领导、转

化式领导的研究，均属此列。在这些指向二阶变

革的研究中，转化式领导研究因其影响最大而堪

称代表。［6］转化式领导是政治领袖生平研究者伯

恩斯在《领导》一书中提出的一种领导取向。在该

书中，他挑战了权变理论有关领导方式和领导效

果受领导情景制约的理论假设，以一些政治领袖

的实例说明，领导者对既定的领导情景并非无能

为力，只要“领导者和下属相互提携，达到更高的

动机和道德层面”，［7］就完全可以使领导情景发

生转化。之后，巴斯将伯恩斯在政治语境下的转

化式领导诠释迁移到组织语境中加以诠释，提出

领导者可以通过组织的价值观建树和组织能力建

设来转化领导的情景。［8］

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教育

组织环境下的转化式领导研究，相关的文献也大

量增加。其中，雷斯伍德的系列实证研究声名最

著。雷氏的研究前后持续十年以上，成果大多发

表于SSCI期刊，其中至少有三篇研究报告载于本

领域顶级刊物《教育管理季刊》，其影响力之大不

言而喻。尽管雷氏的转化式领导研究跟先前的教

学领导研究一样，都是以学校改进为追求的领导

研究，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三点明显的不同。

首先，教学领导研究的焦点是一阶变革，而雷氏转

化式领导研究的焦点则是二阶变革；也就是说，前

者侧重关心领导对教学的直接干预所带来的结

果，后者侧重关心领导通过改变下属的态度、信仰

及能力而对教学活动形成间接的影响。其次，由

于焦点不同，因而教学领导研究与雷氏转化式领

导的研究变量不同，前者一般以学生成绩改进程

度为变量，后者多以学校及课堂环境改善程度为

变量。再次，由于前两点的区别，因此两者所考虑

的学校改进路线不同，前者为由上至下，后者为由

下至上。［9］从以上对比来看，转化式领导似乎更

接近于民主管理的理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转

化式领导研究的前景似乎也是光明锦绣。可惜，

当人们试图将转化式领导付诸实践时却发现，以

雷氏研究为代表的相关成果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

缺陷。第一，指向二阶变革的转化式领导行动所

耗时间长而见效慢，在政府严格规定学校改进时

间表的情况下，采用这种长线改进策略是不甚现

实的。第二，员工的态度、能力以及学校的氛围等

常为转化式领导研究的基本变量，这些基本变量

又被分解为教师的投入程度、教师的改进意识、学

校对学生的亲和力等更多的次级变量，而这些变

量或次级变量本身却是难以检测的。第三，与教

学领导相比，转化式领导模式更难操作，它所涉及

的领导能力也很难通过培训课程来加以解决。简

言之，转化式领导研究还带有较严重的书斋式缺

陷，那就是，研究的设计和程序虽近乎完美，但却

犹如脱离真实世界的沙盘兵演那样难以付诸实

践，更不能适应西方国家办学绩效问责逐年走强

的新态势。

——————————
① 本文中的“西方”并非地理概念，而以对象国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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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绩效问责政策的强力驱动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普遍意识到教育质量

与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关联，改进学生学习成就的

欲望空前增长，并于21世纪初转化为愈益强化的

办学绩效问责制。在美国，2001年颁布的《不让

一个儿童掉队法》，使得绩效问责的强度空前。对

于办学绩效低下的学校，该法明确规定了严厉程

度不同的处置手段实施的时间表：如果某所使用

联邦资助经费的学校在2001—2002学年被鉴别

为没有取得足够的年度进步，就进入需要改进状

态；如果该校连续两年没有达到绩效目标，第三年

起学区就必须提供技术帮助，该校的学生就可以

选择转学到学区内的其他公立学校就读；如果连

续三年失败，技术帮助和择校将继续，此外，学生

可以选择使用联邦经费接受补习辅导和其他补充

性教育服务；在连续四年失败后，技术帮助、择校、

补充性服务继续，但失败学校的教师必须更换或

实行其他根本性的变革；连续五年失败后，失败学

校的管理模式必须改变，包括转换成特许学校、交

给私营管理公司经营或由州来接管。［10］

类似的绩效问责政策，同样为其他西方国家

所采纳。在英国，仅从1997—2010年工党执政的

13年来看，期间政府推出的“特色学校计划”、“教

育行动区计划”、“学园计划”和“信托学校计划”，

都将学生学习结果改进作为绩效问责最重要的指

标。［11］在澳大利亚，各州都建立了强度不同的绩

效问责制。以维多利亚州为例，州教育部根据本

州的《2006年教育与培训改革法》精神，专门设置

了一个“学校问责与改进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包

含的内容比较全面，但学生的学习改进是其核

心。［12］在德国，由于2000年德国学生PISA考试结

果不佳，德国政府着力推动教育改革，通过建立国

家标准和加强学业评估来问责学校的办学绩效。
［13］在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2005年的《为新时

代而重设义务教育》中提出了一个义务教育行政

管理的基本关系框架，既增强中央政府义务教育

的责任，同时也强调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绩效的问责；［14］2006年，文部科学省还发布了

《学术能力国家评估指南》，并于2007年正式实施

了学生学术能力的国家评估。［15］随着这种聚焦于

学生学习改进的绩效问责制愈益强化，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的焦点又重新指向课堂教学，教学领

导问题再次成为教育领导研究界关注的重点。与

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领导研究不同的是，这一次

已经不单是美国教育研究界的关注，而是西方诸

国政府和研究界的共同关注。那么，当教学领导

研究再度兴起时，当年令教学领导研究陷入困境

的校长知识缺陷和时间缺口问题又是如何解决

的？这就要归功于分布式领导研究在此问题上的

补救性贡献了。

（三）分布式领导研究的补救性贡献

分布式领导最初是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吉

伯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领导或许最好被设

想为一种群体的素质，必须是一个群体才能实施

的一系列功能。”［16］他遂以“分布式领导”这一概

念来概括他的上述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分布式领导”被引入西方教育领导研究界，研究

者们对这一概念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了一种共识：

“领导并非镶嵌于某些特定的角色之中，而是存在

于现实的诸角色关系之中。”［17］也即，领导并非校

长个人的作为，而是一种分布式的实践活动，它被

广泛分布于领导的工作情景之中。其中，领导者

的角色可以由占据正式领导职位的人来担当，也

可能是由更多不在实际领导岗位的人员来扮演，

领导的功能正是在许多领导者的互动中，才得以

综合地表现出来。［18］如果从这样的领导观出发，

那么教学领导就是一个团队的任务，领导在校长、

助理校长、学科主任、普通教师、家长、校外合作伙

伴中的合理分布以及相关人员的领导力建设都应

纳入教学领导研究者的视野。当教学领导研究被

导入这一新方向后，以往校长个人的课程教学专

门知识不足或领导精力不够分配的问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而校长的知识缺陷和时间缺口问题一旦

解决，当年教学领导研究与学校领导实践的断裂

即被修复，分布式领导研究之于教学领导研究的

补救性贡献正在于此。也正是在教学领导研究重

新出现转机的时期，西方国家正强力推行绩效问

责政策并大力资助教学领导研究。于是，研究障

碍的排除与政府高额资助所形成的合力，终于使

教学领导研究获得了再度兴盛的局面。

三、教学领导研究的逻辑转向

“逻辑”一般可以用来指称“思维的规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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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9］以此推演之，研究逻辑可被理解为研究的

思维路线以及其中的因果规则。细察再度兴盛的

教学领导研究可以发现，它不仅在于有关研究兴

趣的回潮，而且其研究逻辑也正在逐渐转向。这

种转向，主要反映在两点变化上。第一，先由学者

构造理论、尔后理论引领研究的路线已不被认同，

取而代之的是先有真实而清晰的问题、再有问题

解决为指向的研究。以转化式领导研究为例，虽

经伯恩斯和巴斯的阐释、演绎与论证，已经构造了

一种通过组织的价值观建树和组织能力建设来转

化领导情景的理论，但雷斯伍德等研究者将这种

理论用于学生学习改进的研究却并不成功。此类

研究通常采用的逻辑路线有两种：一是先将转化

式领导理论认定领导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

描述转换为一系列领导行为指标（甚至还有次级

指标），然后通过问卷检验学校领导行为的“应然”

与“实然”间的差距并分析原因，最后按指标提出

分项改进措施。二是根据转化式领导理论设定一

系列领导行为指标，然后在高绩效学校实施问卷，

根据学校领导在不同指标上的得分高低，鉴别不

同方面的领导行为对学生学习改进影响的大小。

上述经典的研究逻辑，蕴含两个缺陷。首先，

由理论转换而来的指标，建基于领导行为的“应

然”推论，所泛指的问题既不具体，也不清晰，常常

不能与学校领导真实情境下的问题相恰切，对领

导尤其是教学领导的改进帮助甚微。一如海林杰

所指出的那样：“学校的环境是资源，是机会，也是

制约”，因而“研究校长的领导而不跟学校的具体

情景结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20］其次，由于研究

建基于领导行为的“应然”推论，因此研究的指标

只注重领导的行为，而很少关注下属的回应。罗

宾森就此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对教学领导研究

而言，究竟是关注领导听课的频率重要还是关注

领导听课后给出什么样的反馈意见重要？如果我

们认同后者更重要，那么就应该着重研究教师对

领导意见的回应，如，教师愿意听取咨询性意见，

但并不等于教师一定会采纳意见；教师愿意采纳

的意见，并非一定是来自有正式职务的领导者的

意见；教师一时不采纳领导的某项意见，并非意味

着领导的这一意见不对教师产生影响，因为这一

意见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后为教师所采纳。［21］从这

一意义上说，此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是有偏颇

的。对先前的教学领导研究弊病的揭示与批评，

促使一种新的研究逻辑的生成：先有真实而清晰

的问题，再有问题解决为指向的研究。教学领导

研究逻辑的这一变化，随即导出了第二点逻辑变

化：先有研究者站到实践者的立场、角度，身处其

境，理解对象的任务和情景，尔后才有解决实践问

题的研究成果。斯皮兰在深入剖析领导的本质后

得出结论，领导并非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置于具体

领导情境中的实践活动，他据此提出了著名的领

导研究新假设：（1）只有在考虑领导任务的情况

下，领导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2）领导实践活动

被分布于领导者、下属和学校的情景之中。［22］这

就是说，研究者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具体的领导现

场，从领导的任务情景出发，才可能鉴别出真实而

具体的教学领导研究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的研

究成果，才是有意义的。教学领导的研究逻辑转

向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它将决定今后教学领导研

究的走向，其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语

学与教是中小学的中心任务，学生学习改进

与否是考验办学绩效最为重要的方面，因而，政

府、学界对教学领导研究的重视理所当然。西方

教学领导研究的起落及再兴盛过程告诉我们，教

育领导研究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教育政策、改革实

践与研究进展三者契合之际。再度兴盛的西方教

学领导研究并未重走原路，这是因为许多研究者

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教学领导研究若不与破解实

践难题相关联，就不可能对领导实践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西方教育领导研究者对此的认识与觉

悟，成为教学领导研究逻辑转向之推手。本次西

方教育领导研究逻辑转向的意义重大，它将引导

今后的教学领导研究步入相对务实的轨道。当

然，逻辑转向后的教学领导研究依然面临许多技

术上的困难。因为与实际任务情景结合的教学领

导研究，远比单纯研究领导的“应然”行为困难；关

注下属对领导行为回应的研究，也比关注领导行

为本身的研究难度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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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Change in Reigniting the Research on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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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early 1980's，the term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western
countries. Later，this research orientation faded out because of the fragmentation between i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Yet，
the research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was reigni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by the force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accountability policy，practical demands，and the progress of related research. The research logic，however，has been
changing in this recent rise of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research theme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gain. Namely，to
identify clear and substantial problems first，then being the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problem-solving orientation；to
understand practitioners' task and relevant situation from their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first，then yielding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 whic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have been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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